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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区流亡
中小学教师救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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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日寇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破坏在抗战爆发之初就已开始,卢沟桥事变后战区各中小学校几乎都不同

程度地受到日寇的摧毁,以致教育员生辗转流亡。 于是,教育部在各临战区举办流亡教师登记。 对于登记合格

的中小学教师,教育部先后成立 10 个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进行安置,同时还将剩余部分人员派往各省服务。

此外,国民政府亦要求各地积极做好对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的救济工作。 抗战时期,对战区中小学教师的救济

不仅推动了战时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人才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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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随着沦陷区面积不断扩大,失业教师逐渐增多,且不少已在日伪淫威之下“非遭利

用、监禁、杀戮,亦多颠沛流离” [1] 。 有鉴于此,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这些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实行登记,
然后分派到教师服务团或相关单位服务。 随着日寇侵略中国的加剧,1938 年 11 月,教育部又制定《战

区退出之教育人员安插办法》,强调凡战区教师经登记合格由教育部分派后,应按照规定时间前往报

到,各地教育部门奉到分发名册后“应即指定主管人员办理此项教职员及地方教育行政人员报到手

续”,并须依资历经验加以询问,“确定其介绍及分配工作事宜”。 此外,教育部要求在战区流亡中小学

教师未分配工作前,各教育厅局应指定“相当公共场所为住宿之用” [2] 。 当然,也有不少沦陷区教师登

记合格后根据志愿和兴趣,予以短期训练而派赴各行政机关工作。 这些被救济的教师不管分派到何单

位,都会得到相应的薪资,如广东省规定中等学校教员月支生活费国币 30 元到 50 元,小学教员月支 20
元到 35 元。 如需培训则训练期间生活费酌给,“至派往各机关服务时其薪俸照各该机关规定薪额支

给” [3] 。 1944 年 12 月 14 日,朱家骅在重新就任教育部长时曾指出,抗战胜利在望,但是目前应以最大

的努力集中力量,“先谋教育事业的安定,不独安定教职员及学生的生活为然,尤以安定教职员及学生

的生活为始。” [4]170-171 总的来看,目前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区学生救助的成果较多[5] ,而专

题研究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救济的成果极少,有些文章在论述战区教师服务团时对救济战区教师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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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 如申红利、侯爱萍(2019)指出,国民政府组织战区教师服务团,“救济源自战区或沦陷区的中小

学教师,同时也为了利用其一技之长,使其在抗战后方从事以教育为主的工作” [6] 。 龙琛(2010)指出,
抗战时期教育部组织由战区沦陷区退出的中小学教师及社教人员组成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分赴各地担

任实施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为所在地区做出了积极成效” [7] 。 鉴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
本文拟就相关方面做进一步发掘与探讨。

一、国民政府对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之登记

抗战以来沦陷区教育机关基本不能续存,原有教师亦多随战区扩大而失业或流亡。 日伪在立足根

基后积极推行奴化教育,这就需要大量的师资。 为此,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引诱教师,如伪维新政府教育

部为“救济”失业小学教员起见,曾拟定登记办法,其中指出“失业小学教员之登记,由省市教育行政机

关统筹规划,督促所属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负责办理”,办理登记完成后“应即统计清楚,造具表册,并检

同登记表,汇报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备核”,同时伪政府还要求在办理教员登记时酌量举行口试,“藉作教

育经验及思想信仰上之考查”。[8]面对战区教育的实际,后方各界开始声援流亡教师,“请设法将被困教

师尽量运输后方,予以适当工作或就当地情形予以协助,其有格于情势不及运输者,亦乞设法令其参加

抗敌工作之机会,以加强抗战力量,巩固国家基础。” [9]彼时,《申报》也发表评论指出,政府“必须同时注

意培养大批适应抗战建国需要的新干部、新师资以外,对于救济战区、沦陷区及流亡海外的失业师资,亦
当视为当前最重大的事业” [1] 。 作为回应,1939 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救济战区教师决议,诚如

教育部长陈立夫所言,“随着战事的发展,沦陷区逐渐扩大,导致大量师生被迫向大后方迁徙,由于失去

经济来源,这些流亡师生急需救济以维持生活。” [10]242

追根溯源,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教育部就开始在各临近战区的地方设立战区教师收容所,经过登记合

格后分派至后方或派往国民政府游击区从事各种工作。 除救济省市立中学教职员外,1938 年初教育部

还颁布县立及私立中小学教职员救济办法,要求凡战区各省市之县市立中小学教职员,因战事终止工作

者,各省市须妥筹经费设法救济。 各省市教育厅局在教育部指导之下,应联合分别指派专员在安全地

点,“设立战区各省市县市立、私立中小学教职员及社教人员救济处,办理登记及救济事宜。” [11] 教育部

同时要求各地救济处就已登记之人员,按其能力及志趣分别实施救济,救济经费以自筹为原则,不足时

由教育部补助 10% ~ 20%。
起初,教育部规定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向登记处登记时只需提供最后的聘书,如聘书遗失则补缴证

明书也可登记。 但是冒名或者造假的事情经常发生,为此,1938 年 11 月,教育部变更登记手续,规定登

记的教职员须附缴正式学校毕业证书及学校聘书,“登记证件有疑问或由私人代为出具证明书者,均须

加以考试。” [12] 1941 年,教育部又制定《战区中小学教员申请登记应加限制》,强调曾经登记人员于登记

合格后,未依限报到及报到后不待分配工作即行他往或分配工作后离职者,无论何种原因均取消登记,
不得重新登记或请求恢复登记资格或停薪留职。 “请求登记之战区中小学教职员以新近来自战区者为

限,除应缴验正式学校毕业证书及在战区服务学校聘书外,并须附缴最近来自战区保证书文件,如护照

通行证及保证书等,保证书应由登记厅局函询证实。” [13] 后来,教育部鉴于战区退出的中小学教员因遭

日伪盘查过严或仓促,未将各种证件等带至后方,致登记时发生困难。 于是,又通令相关战区教师服务

团及云南、湖北、江西、河北、广西和福建省教育厅,要求除遵教育部颁战区中小学教师登记办法办理外,
如确系最近自战区退出而证件不足之中小学教员,可由教育厅会同登记机关严加考试。 思想纯正,成绩

在 60 分以上者准予登记,并“应将自传暨试卷呈部核阅并由教育厅分配工作,生活费从登记之月起支,
经费由部拨给” [14] 。 实事求是地说,全面抗战时期教育部要求各地救济处举行登记考试主要处于两方

面考虑,即避免资格不正当者当教师,以及为教学质量的考量。 登记的战区中小学教师学识渊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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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当然很多,但冒牌或思想上有问题者也并非没有。 如是,他们能否胜任这个伟大职业,那又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 此外,举行登记考试还可以对部分日伪敌特分子进行甄别,从而有效阻止他们进入后方

对我国抗战事业进行破坏。
根据当时教育部的安排,为救济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而成立的战区教师服务团,也承担办理战区流

亡中小学教师的登记工作。 彼时,各教师服务团组设后,教育部要求各团成立教职员登记处,经登记审

查合格之战区教师名册由各处汇总,并初步审查其资格、经历及证件,其不合格者予以剔除。 刚开始时,
各教师服务团一般定额为 150 人,但随着沦陷区面积不断扩大,1938 年秋教育部要求尽量扩充规模至

多不超过 400 人,并强调“登记人数经审查剔除后,当超过此限度时,即登报通告定期举行个别谈话,就
其资格、经历、能力、志趣、体格详加审核,分别去取”。 登记处在谈话时须察其是否能操普通语音,如绝

对不能者“以不合格论”。 战区中小学事务、书记各员,除为初中以上学校毕业,堪任中小教员外,“其余

须加以笔试检定,而其录取数不得超过录取总数十分之一” [15] 。 具体以战区中小学教师四川服务团为

例,考虑到内迁大后方尤其是赴四川的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人数较多,因此,教育部指定重庆市教育局

及成都的四川省教育厅分别举行登记。 此后,鉴于两地相距遥远,教育部指令重庆市停止来渝教师的登

记工作,改由设在重庆的四川教师服务团办理,于是,团部分设报到、登记两处。 该团要求战区教师请求

救济者,应在规定期限内来处登记,填写求职表并呈缴各种证明书,必要时举行口试、笔试。 其中,口试

时登记处会依照其实际学历经验情形,了解相关情况,如发现有假造虚称等问题,便会即时取消其登记

资格。 该团亦规定遇有相当机会并征得求人与求职者双方同意即行介绍,并特别强调凡经介绍成就者,
“如因过失被辞退或无故离职”,[16]概不予以第二次介绍机会。

表 1　 1939 年四川教师服务团小学教师登记统计

批数 登记人数 初审合格 送部人数 部审合格人数

一 122 104 104 96

二 231 193 198 174

三 157 129 138 117

四 72 62 67 60

五 61 54 55 56

六 69 47 55 53

七 82 61 73 81

八 64 42 51 20

九 82 53 59 31

十 95 62 68 43

十一 117 81 93 35

十二 107 24 27 23

十三 78 38 36 31

十四 86 47 47 41

十五 46 21 30 24

十六 54 34 45 38

十七 68 42 48 46

十八 47 34

十九 57 42

合计 1
 

695 1
 

170 969

　 　 说明:表中数据来自 1939 年第 31 期《服务团旬刊》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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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39 年四川服务团各省登记合格教师人数比较

与此同时,在国民政府指令下,相对安全的省份也积极展开对战区流亡失业教师的登记工作。 1938
年 1 月,河南省奉教育部令办理北平、天津、河北和山西等省失业教职员登记,计合格之中小学教职员

79 人,4 月该省又办理本省战区教育人员登记,计合格者 135 人,6 月又续办教育人员登记,计合格者

429 人,所有登记人员皆“分别予以救济或安插”。[18] 同样,广东省对本省由战区退出之教职员,自 1938
年 11 月开始指定未受战事影响各县及省立各校举行登记。 后来鉴于战区退出教员留港澳者较多,为利

便此等教员登记,又委托岭南大学、广州大学在香港及九龙举办登记。 这些经登记合格的教职员,由省

教育厅派定在“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及各学校服务” [19] 。 1940 年开始,广东省在曲江、高要、丰顺、惠
阳、开平长沙、遂溪、九龙等地设立教师登记站,强调凡战区退出之各级教员“均得向登记站申请登

记”,[20]并填交登记表 3 份、2 寸半身相片 3 张、毕业证书,以及学校聘书或其他足资证明文件。 如无证

件交验者,中等学校教职员须提供足资证明文件,小学教职员则须由各该县市学校校长 3 人连同证明。
按照规定,经登记合格之中小学教职员即由登记站依照定额发给旅费,其中曲江每人国币 1 元、高要 28
元、丰顺 40 元、开平长沙 55 元、遂溪 60 元、九龙区 70 元。 广东省还规定中小学教员已登记合格或经指

定工作后,如发觉资格系假冒或冒名假借别人证件者,“取消其资格并追缴其已领过之旅费及生活

费” [3] 。 此后,广东省又颁布《战区退出教职员学生登记及办理登记应注意事项》,要求各站均应由厅发

给钤记,同时提出应注意宣传并须与各机关、学校和社团密切联络,“以鼓励战区员生踊跃登记”。 对于

申请登记的教师给予明确答复,合格与否“应于登记表审查意见栏内注明”,并随时将证件发还,“但其

资格或证件有疑问时,仍须呈由本厅核定。”凡登记合格教师“其登记表应先抽出一份,交由各该员携赴

本厅报道,一份存站,一份缴厅转部,其不合教职员之登记表,除一份存站外,余二份缴厅分别存转”。
登记合格后须随时公布及函知本人,每周应将合格名册“连同登记表呈厅一次” [21] 。

1940 年,教育部为救济上海沦陷区各校教职员,特订颁了《上海市各校教职员暂行救济办法》,其中

指出凡各校教职员遵行下列各项者均由部予以救济:“表明奉行中央法令、抗建国策,服务蒋总裁之坚

决立场者”“举发校长或其他教职员之失节及背谬行动,因而失业者”“出具正确立场之誓书者”“校长对

教职员之变节份子解除其职务,因而使学校招受阻碍,不能继续办理者”。 救济的主要方法包括:“组织

教师服务团,撤退至后方继续服务,由部指导组织酌发旅费并指定工作地点;改变学校形式或教育方式,
由部派员指导联络,按月发给生活津贴费;由部指导各校教职员回乡服务,并介绍工作;需要救济之教职

·95·



员如人数不多,由部就地派充其他学校教职或他项工作。” [22] 当然,汪伪对此举进行了讥讽,认为“重庆

政府无聊至极”,自从战事发生上海沦陷以后就“置上海学校于不闻不问,并未有救济办法之颁布”,迨
后,“汪精卫先生之和平运动,取得上海教育界多数竭诚拥护,和平运动进展一日千里”,至此,“重庆政

府注意到了上海教育界了”。 他们还对教育部驻沪专员蒋建白进行攻击,指其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人,
“叫他办理救济,当然是他的发财机会,捏造一批失业教员名单及宣誓书呈部领取津贴费,而真正失业

者反而不得丝毫救济。” [23]无独有偶,1942 年教育部为救济浙赣战区的流亡中小学教员,曾要求福建省

教育厅设置战区教师救济登记处,并强调凡必须转移西南后方者酌量发给旅费,其无移转必要者,以在

当地收容,使之就业为原则,“庶免冒暑辗转迁徙,耗财费事有碍健康” [24] 。 于是,该省组织特别审查委

员会,对申请登记之退出战区教员应否给资转移进行审查。 此后省教育厅以战区退出小学教师抵达永

安者较多,又饬令永安县对这些人员到达时立即查明登记,并指定场所供给膳食,所需款项由当地先行

筹垫,造册呈请省府后核拨。 不难看出,国民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对战区流亡教师进行救济,
通过登记的办法对一些教师进行甄别,合格者安排膳宿,并为他们寻找就业的机会。 如此一来,既在一

定程度上安抚了人心,也使得国民政府在与日伪争夺沦陷区流亡教师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从而为实施战

时教育奠定基石。

二、国民政府对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之具体救济

根据 1938 年 2 月教育部制定的《处理由战区退出之各级学校教职员办法》,战区中等学校教员经登

记合格后采取一定的方法救济,如由部派充各国立中学、各教师服务团、或由部指定参与研究及编译工

作、抑或由部及各省市教育厅局介绍于其他服务机关;战区小学教员则由部调充各地教师服务团,分别

担任指定义教、社教工作,或由各省市教育厅局“介绍至各地担任小学教师,或儿童教养团服务员,或其

他适当工作” [25] 。 1941 年,教育部要求各地救济处就已登记之人员,“按其性能及志趣,分别实施救

济” [26] ,如辅导筹设私立联合中小学校、协助当地党政机关训练组织民众、指导农村事业,或由救济处介

绍至各地方机关服务等。 具体如战区教师四川服务团,自 1938 年 8 月 27 日至 12 月 7 日止,该团共登

记中学教师 371 人,小学教师 630 人,有 682 名先期被派往工作。 其中 197 名中学教师和 324 名小学教

师被派往社会部,2 名中学教师和 21 名小学教师被派往北碚,2 名中学教师和 12 名小学教师被派往永

川,11 名中学教师和 35 名小学教师被派往民校,21 名中学教师和 10 名小学教师在团留用,20 名中学教

师和 24 名小学教师被派至其他各处[27] 。 总的来说,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经登记并审查合格后,为对他

们进行有效的救济,一般会被派往以下机构服务。

表 2　 对战区小学教职员及教育行政人员之救济

时期 共计
分发中小学

教师服务团
分发各省服务 分发其他教育机关 考用教师及编审

教育行政

人员之救济

1938 年以前 8
 

467 1
 

635 6
 

479 284 69 ─

1939 年 9
 

500 1
 

751 7
 

409 295 45(1) 65

1940 年 9
 

797 1
 

511(1) 8
 

014 227(1) 45 65

1941 年 10
 

663 1
 

511 8
 

280 227 45 66

1942 年 10
 

044 1
 

834 8
 

333 227 45 66

　 　 说明:上表数据见 1943 年《统计月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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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战区中学教职员之救济

时期 共计 分发国立中学 分发中小学教师服务团 分发各省服务 分发其他教育机关 考用教师及编审

1938 年以前 5
 

416 1
 

457 1
 

114(2) 2
 

745 ─ 100

1939 年 5
 

994 1
 

680 988(2) 3
 

232 8 86(1)

1940 年 6
 

131 1
 

825 746(2) 3
 

466 8 86

1941 年 6
 

200 1
 

825 746 3
 

535 8 86

1942 年 6
 

236 1
 

825 780 3
 

537 8 86

　 　 说明:(1)本表系累计数;(2)上年登记人员已离职或改任他职者,故本年度数字较上年度为小

首先,派往各战区教师服务团服务是救济流亡失业教师的基本手段。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发

生的时候,国民政府鉴于东北流亡教师较多,于是就在北平成立专门救济的机构以维续东北教育的发

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 年 11 月,教育部在河南、湖北等地救济战区各地流亡的中小学教师。 在这

批教师中有短期内无法安排工作的,便被教育部派往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以“推进当地之义务教育

与民众教育” [29] 309。 后来,随着战区面积扩大,内迁中小学教师数量不断增加。 1938 年 3 月,教育部发

布收容由战区退出之中小学教职员办法大纲,并在汉口、宜昌、长沙、郑州、西安等地增设登记处,同时要

求后方各省市教育厅局自行救济收容。 由于战区流亡失业教师数量较多,仅当年 3 月教育部直接办理

的各登记处总计收容 2
 

600 余人。 这批流亡教师除部分由教育部分派至国立中学外,其余编入新的教

师服务团。 至 1938 年 8 月,教育部先后设立的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已达 9 个。 1939 年 5 月,教育部

以各服务团地点变动,以地区命名多有不便,于是以数字来命名,如四川服务团改名为战区中小学教师

第三服务团,贵州团改为第四服务团,到 1939 年底派往教师服务团者 2
 

739 人。 1941 年,由于服务团人

数众多,教育部无法承担巨额费用,于是将服务团由 10 个缩减为 8 个。 1943 年,教育部又将 8 个服务团

全部取消,同时设立 3 个战区工作团和 2 个边疆教育工作团。 一般来说,经战区教师服务团登记并初步

审查合格的战区教师,服务团会将他们的名册汇总呈送教育部,教育部再经过最终审查后,合格者由部

派往所在地省教育厅令分配于所属各级学校充任教员。 当然,也有一部分被分到服务团留用。 通常情

况下,经登记审查合格由教育部分派各服务团者,须在规定日期内携带许可证到各团报到,并填写调查

表格后方为团员。 这些战区教师成为服务团团员后即遵照各团分派前往服务地点,如对于所派工作有

意见或困难者,可向各团团务委员会申述理由,经核定后改派。 以贵州教师服务团为例,1938 年 2 月,
该团 200 余教师由汉口出发绕道湖南、广西两省入贵州,4 月到达贵阳,休整后该团立即开展各种教育

活动。 在中学教导方面,该团将团中之中学教师派往贵州各公立及私立之中学“充任教职员” [30] 。

表 4　 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概况一览表(截止 1939 年 12 月) [31]

团名 团员共数 中等学校教职员人数 小学教职员人数 每月经费(元)

总计 2739 988 1751 114
 

300

第一服务团 248 116 132 12
 

000

第二服务团 211 87 124 9000

第三服务团 488 123 365 19
 

000

第四服务团 224 65 159 9900

第五服务团 247 119 128 11
 

500

第六服务团 243 108 135 12
 

400

第七服务团 391 196 195 14
 

000

第八服务团 276 112 164 1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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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团名 团员共数 中等学校教职员人数 小学教职员人数 每月经费(元)

第九服务团 411 62 349 14
 

000

表 5　 1940 年度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办理中等教育概况一览表[32 ]

中等教育

经办 协办

校数 班数 学生数 参加工作人员数 校数 班数 学生数 参加工作人员数

总计 24 97 4127 366 41 ∗129 ∗5998 176

第一服务团 1 2 28 6 5 19 1050 17

第二服务团 2 7 411 21 1 8 432 3

第三服务团 8 53 2331 228 3 9 287 36

第四服务团 5 13 554 30 2 12 665 18

第五服务团 2 4 177 12 6 45 1909 31

第六服务团 2 5 145 12

第七服务团 8 27 1530 19

第八服务团 3 13 481 54

第九服务团 10 ∗1 ∗30 ∗25

第十服务团 ▲1 3 6 ∗1 95 27

　 　 说明:∗表示数字将来可增加;▲表示该校系正在筹设中,故无班数及学生数

其次,派往各国立中等学校服务是救济流亡失业教师的又一方式。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于 1934 年 3
月在北平建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以收容进入关内的东北流亡学生,同时招收不少东北籍中学教师在该

校任教。 全面抗战爆发后战区大量学生失学,因而,从 1937 年开始教育部在各安全区建立多所临时中

学,用于收容来自东部各地流亡的学生。 然而,战区中等学校教师纷纷流亡后方,生活无着,亦须加以安

置。 最初,当局将此等教师组织若干教师服务团为战事服务,由教育部给予薪金。 但一时救济,终非长

久之计。 因而,1938 年 2 月,教育部将各临时中学的“临时”二字取消,并在陕西、山西、湖北、甘肃和安

徽等地设立 12
 

所国立中学,以收容沦陷区的流亡员生。 具体如,1938 年 5 月 1 日,国立甘肃中学暨战区

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成立。 该团址初设在天水城关帝庙,后因地方狭小,不敷应用,又迁至泰山庙。
12 月后,团址租伏羲城大街 48 号民房。 彼时,该团有团员 242 人,除国立甘肃中学留用部分外,其他教

师多参加民众教育,分往礼县为第二分团。 “他们不顾长途疲劳,徒步跋涉,六月初到达礼县。” [33] 167 随

着日寇侵略的加深,国民政府根据抗战的需要,又陆续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区创办国立华侨中学、国立

边疆学校和国立师范学校等,同时又将各类中等学校按照性质和培养目标的不同,分为师范学校、职业

学校和普通中学三类型。 截止到 1939 年 12 月,经教育部救济战区退出之中小学教员,派往国立中学服

务者就有 1
 

680 人。 据统计,抗战期间教育部共创办国立中学 31 所,国立华侨中学 3 所,国立师范学校

13 所,华侨师范学校 2 所,国立职业学校 13 所,共 62 所,“计收容学生约五万余人,安置战区中等学校

教师亦有数千” [10]259。 不难看出,此等国立中等学校不仅可供给战区流亡青年学生以就学机会,还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教师荒”和登记教师分派难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因为各校教员大多来自沿海地区或

其他省份成绩比较优良的学校,由他们办理国立中等学校,推动教育发展,对于后方省市可发挥示范作

用,对于改进一般中等学校素质亦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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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国立中等学校之概况一览表(截止 1939 年 12 月) [34]

名称 地址 学生数 教职员数 每月经费数(元)

共计 ——— 25
 

252 1
 

680 320
 

690

国立第一中学 河南淅川 1
 

116 116 2
 

000

国立第二中学 四川合川 1
 

986 200 29
 

405

国立第三中学 贵州铜仁 1
 

586 155 20
 

105

国立第四中学 四川阆中 1
 

065 109 18
 

900

国立第五中学 甘肃天水 989 150 19
 

000

国立第六中学 四川绵阳 2
 

457 210 32
 

000

国立第七中学 陕西洋县 1
 

141 118 10
 

200

国立第八中学 湖南乾城 4
 

322 315 48
 

000

国立第九中学 四川江津 1
 

686 171 20
 

000

国立第十中学 甘肃清水 2
 

329 42 28
 

000

国立第十一中学 湖南溆浦 1
 

431 … 18
 

000

国立第十二中学 四川长寿 1
 

218 94 18
 

000

国立第十三中学 江西吉安 1
 

200 … 18
 

000

第三服务团附设中学班 四川 2
 

240 …(3) 17
 

585

第四服务团附设中学班 贵州清溪 226 …(3) 1
 

500

第八服务团附设中学班 陕西洋县 200 …(3) 500

西康学生营 西康西昌 60 … 1
 

450

　 　 说明:(1)各地服务团附设中学补习班均未列入;(2)各服务团中学班教职员均由服务团团员充任

再次,分派各省服务是救济流亡失业教师的重要方法。 全面抗战初期,教育部将登记合格的战区教

师分至大后方,当时后方各省普遍缺乏师资,因此,对于收容战区流亡教师的工作给予极大支持。 1938
年 7 月,湖南省教育厅强调凡教育部分派各县之战区小学教员,到达目的地后无须再填登记表。 “该项

小学教员于各该县报到后,各主管机关即将其姓名、履历等填入登记小学教员名册,并于备考栏内著名

‘教部分发’”,该项教员“由各该主管机关依照其学历经验,分派工作,薪金由教育部发给” [35] 。 1938 年

9 月,教育部有感云南等地教育落后,特别指派经登记合格的 80 名战区中学教师前往云南服务。 此后,
教育部又在宁夏、西康两省成立边疆教育工作团。 1939 年 3 月,教育部在湖北省共登记战区退出之中

学教员 120 人、小学教员 1
 

400 人,湖北省在接获命令后将这些中学教员分派于新增学级或原有各校另

行增设之学级,小学教员则分配于各县小学。 后来,国民政府在游击区恢复和重建了各级学校,于是,教
育部将更多战区中小学教师指定到这些区域,并规定分配原则。 如 1941 年江西省为收容江西、江苏、安
徽、浙江和福建等省因受战事影响的失学学生,特在玉山、浮梁两地各设省临时中学一所,除“自行登记

战区失业教师外”,得到了教育部分派的部分教师,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师资问题[36] 。 据统计,截止到

1939 年底,通过教育部分派各省服务的战区教师共 10
 

706 人,其中分配湖北 4
 

672 人、湖南 1
 

387 人、四
川 708 人、重庆市及中央社会部 2

 

299 人、广西 319 人、广东 6 人、安徽 175 人、云南 47 人、江西 228 人、
河南 122 人、陕西 217 人、浙江 300 人、贵州 194 人、甘肃 34 人。

最后,派往其他单位服务是救济流亡失业教师的主要补充。 彼时,经教育部统筹救济的战区流亡中

小学教师还按照志愿、兴趣和专长分派至其他机构服务。 如 1939 年通过教育部分派相关机构服务者达

303 人,其中分配于卡片识字班 97 人、儿童保育会 81 人、儿童救济协会 95 人、西康教养院 30 人、考用教

师及编审员 131 人、考用国语教师 42 人、考用编辑员 27 人、考用审查员 16 人、选派考取中学教师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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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服务者 16 人。 又如 1939 年,经四川服务团登记合格的战区教师就已派充小学教师之服务地点工作

及人数来说:“该团 18 人,社会部 308 人,第二社教工作团 4 人,民校 134 人,永川 16 人,国立编译馆 1
人,江苏旅渝小学 7 人,教育部 5 人,中山班筹备员 1 人,保育院 1 人,复兴中学 2 人,附中事务员 1 人,
江津鸡公山小学 7 人,北碚 71 人,基督教负伤将士协会 1 人,中央军校职工子弟学校 1 人,江北敏逊小

学 2 人,松溉纺织试验区 1 人,市党部 4 人,中央党部组织部 4 人,南川 1 人,永川巡回施教队 4 人,小学

教师共 607 人。” [17]当然,各省登记的战区中小学教师除自行分发至不同机构从事教育活动外,也有不

少被分派到其他单位从事相关工作。

三、国民政府对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救济之成效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进行登记,并提供食宿,经审查合格后尽可能地分

派至教育机关从事工作。 考虑到职位有限,部分教师被派往各省协助当地党政机关组织民众、推行义务

教育和指导战时服务等。 由于国民政府重视对战区教师的救济,使得其在与日伪争夺教育控制权上占

得一定先机,从而保证中国教育命脉的延续。
(一)国民政府对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救济之成绩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的救济,促进了我国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彼时,国
民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对战区流亡教师进行救济,使得我国教育能够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正

是因为这些战区教师的存在,无论是在大后方、敌后国统区抑或日伪统治区,都有他们从事教育活动的

身影。 这些教师在各自区域内,通过不同方式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和民族储备了大批人才。 需要

指出的是,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特别是战区教师服务团的教师,在西部偏远地区从事教育活动,也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教育面貌。 如第六团工作区在陕西安康、第七团在甘肃天水、第九服务团在湖南

湘西,他们的教学活动不但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教育发展,而且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变迁产生重要的影响。
具体如战区教师四川务服团在抗战期间就取得骄人业绩,仅以小学方面而言:该团建立永川普教励行

区,开办保校共 20 个余所;办理江北县大石乡国民教育实验区,建立中心学校 1 所,保国民小学 2 所,初
级小学 16 个班,高小 4 个班;办理永川西乡国民教育实验区,建立西乡中心小学 1 所,保国民小学 8 所,
初小 13 个班,高小 2 个班,成人补习班 2 个,妇女补习班 4 个;“办理重庆市石膏乡实验区,建立石膏乡

中心小学 1 所,保国民小学 3 所,初中 12 个班、高小 3 个班等;又协助办理北碚庆新小学、青木关中心小

学、江津务本小学、新华小学等 50 余所;并在重庆南岸龙门浩、北碚、江津、永川、白沙各设民众学校 1
所,学生 1

 

000 余人。” [37]975

就实事而言,对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的救济也激发了他们自身爱国情怀。 在日寇步步紧逼的情势

下,国民政府并没有忘记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通过各种方式给予他们救助。 由是,被救济的战区教师

大多积极履职,如有派往边远落后山区的战区小学教师曾写下豪言:“抗战建国,没有前线与后方,献身

教育也同战士在沙场,别了,好友。 幸勿忘! 争取民族的生存!” [38]与此同时,被救济的战区中小学教师

除正常教学外还进行社教工作,他们为扩大抗敌宣传经常深入民众中。 1938 年 7 月 29 日,战区教师四

川服务团部分教员在重庆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敌宣传歌咏大会,并由教师带领所属第六民校儿童参加歌

咏,当时听众数千余人,“热烈悲壮激起民众热烈情绪” [16] 。 同样,山西服务团每逢纪念日,各团员均参

加游行宣传,某次游行中有教师与小学生在街头演说控诉日军侵华暴行时,听众无不愤怒,当时还有学

生边唱歌边表演,“虎头帽戴红缨,小小娃儿去当兵,顾不得厨顾不得尿,要当抗日小英雄。 打回老家

去,打回老家去,定把鬼子消灭净,消灭净!”所有这些行动都激发了民众抗日热情,“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的声音不断响起[ 39 ] 。 除此外,战区中小学教师也响应政府号召参与其他抗日活动,如有流亡教师

被救济后,仍愿意潜入日伪统治区去从事教育活动。 1944 年,国民政府征召知识青年从军,内迁到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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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教育工作者在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入伍报效国家的同时,还自愿报名从军。
(二)国民政府对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救济之不足

不可否认,国民政府对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的救济工作也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分发难的问题一直

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实事求是地说,每一个被救济的战区教师,都不应该将这种救济作为一种谋生手

段,而是将此视为报效国家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养成良好的奉献精神。 但是,抗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来
到大后方的战区中小学教师大多携有眷属,因此,从经济方面说大部分不愿暂时离开相对富饶的后方城

市。 而就工作机会而言,国民政府统治的安全区域尤其是大后方很难容纳大量人口,因此显现一种两难

现象:大后方工作机会少而谋求人多,偏远各机关虽待遇从优而多不愿前往服务,很多战区教师甚至认

为教育部的救济和分派工作是一种国家责任,因此不少人并不是积极去寻求自救而是消极等待。 因而,
从数字上说未派工作者甚多,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有很多工作机会,但因不愿接受才造成失业局面。 因

此,教育部后来规定凡登记合格之教职员,已由相关机构支配工作者,不得任意要求改派,其有不愿下乡

工作者应即不予登记,或取消其资格。 具体如湖南省,自 1938 年 2 月奉令举办中小学教员登记以来,该
省前后共登记战区中学教员 309 名,小学教员 1

 

867 名,其中或有不合格经教育部批驳者,或准予登记

分派工作而未到职者,或中途自动离职者,因而到当年 10 月底,经登记在该省较为偏远地区服务者,“中

等学校仅 34 名,在小学服务者 93 名” [40] 。 当然,为使被救济战区中小学教师能安心工作,教育部在薪

酬问题上充分考虑了工作性质和地域的不同进行分类规定,如分至国立中学的教师月薪平均 50 元、职
员 30 元;在教师服务团任教者原任中学教员者支 45 元、原任小学教员者支 25 元;分派至各省服务者,
中学教员 30 ~ 40 元、小学教员 15 ~ 25 元[41] 。 但是,各教师服务团团员及登记合格分至各省市服务战区

的中小学教职员,多有挂名领取生活费或兼职兼薪事情发生。 1941 年,教育部要求各服务团及各省教

育机关,须随时严密调查各团员或登记合格战区中小学教职员,如有兼职兼薪或挂名领取生活费者即予

开除团籍,取消登记资格。 “各机关、学校请求派用团员或登记之战区中小学教职员,应由各服务团及

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随时督促正式任用,已正式任用者停发生活费。” [42]

此外,救济经费短缺使流亡中小学教师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 尽管国民政府为救济战区教师推行

诸多措施,也确实救济了不少人,但战争导致各级政府财政萎缩,以致救济成效被打折扣。 如 1940 年 5
月,10 个教师服务团的团长集体致函教育部,说明团员每月所领生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生活。 8 月 14
日,第八服务团更是向教育部求救指出百物昂贵,尤以日常生活必需之米麦等物价逐日飞涨,……生活

不能安定工作势必松懈,按现实情况看,给予增加薪额亦不足以应逐日飞涨之物价,长此以往,则设团服

务之初旨恐难收预期之目的。” [43]但是,教育部对于此种局面大多数时候表现无能为力。 正因如此,时
有登记合格人员未经报到即行他往,或仅暂时服务,一旦遇好机会就另谋他职,失职后又复请求登记或

请复登记资格,或已有工作蒙请登记冀得兼领生活费。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但虚糜国币,反足以养成贪得

无厌之习性。 1945 年 9 月 28 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在教师节讲话时指出,抗战期间无数教育界人士万里

播迁,颠沛流离,但是“仍能固守岗位,维持教学”,这种刻苦忍耐的精神“确实难得”。 同时,他也指出因

为事实上的各种困难,引起教师的情绪不安,遂致影响教学,影响个人研究,“使战时教育水准低落,这
正是过去的缺点” [ 4 ] 331。

国民政府在实施教育救济的过程中,也不断强化对战区教师的管理,如每个战区教师服务团规定团

员编制,5 人为 1 小队,3 小队为 1 中队,2-4 中队为 1 大队,每队各设队长 1 人,并在每工作区内又就团

员人数 20 ~ 80 人,成立一分团并设负责人 1 人“主持分团事宜” [4 4 ] 。 彼时,除分至社会团体的教师由单

位自行考核外,大量被分配在教育系统的战区教师都要接受国民政府各教育行政当局的监督,在战区服

务团的教师每学期由团呈部考核,其他分至各省的教师则由当地的教育机关管控并报教育部审核,如湖

北省教育厅要求战区退出经登记审核合格之教员,均应准时往教师服务团,“按实际人数分编若干队,
遵照部颁服务团办法并斟酌本省实际情形办理” [4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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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上所述,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日寇对中国教育的摧残与破坏,国民政府在军事战场上开展同日寇

争夺的时候,还注意在教育领域对敌斗争。 毫无疑问,国民政府为救济战区中小学教师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这一点也是有目共睹的。 据统计,自全面抗战爆发至战争结束,仅教育部就救济战区中学教

师 6
 

976 人,小学教师 11
 

631 人,至于相关教育机构及社会各界的救济人数则更多。 这些被救济的战区

流亡中小学教师大多胸怀爱国之情,克服无数困难,在各行各业努力工作,作出了应有贡献。 总之,抗战

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实施战区中小学教师救济政策,不仅为西部地区教育的快速发展准备了条件,而且为

战区流亡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师资保障,更为战后收复区教育的恢复保留了力量。 诚然,抗战时

期国民政府在救济战区流亡中小学教师的过程中存在不足,甚至带有政治色彩,但是这些教育救济措施

从另一面也暴露了日寇对中国沦陷区奴役的残酷性。 当然更重要的是,此救济手段为争取抗战胜利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教育根基,因而它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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